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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研究

李晓丽

［摘　 要］　 享有晚清“小说界巨子”美誉的吴趼人，不仅以多产的小说创作实绩盛名于晚清文

坛，而且其多维化的小说理论建构对晚清文学格局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描述吴趼人

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其主体建构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与疏离，藉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　 晚清；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

晚清时期，正是民族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激化、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文章与世变相因”①，随着晚清时期“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三界”文学理论的

提出，文学面貌亦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新颖形态。其中，由梁启超直接倡导掀起的“小说界革命”声势

浩大，深入人心，自此小说肩负着改良群治、改良社会的重任正式步入了文学的殿堂。而伴随着印刷

出版技术的革新与进步，专门刊载小说及小说理论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同时职业小说

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开创了晚清时期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空前繁荣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格局，晚清小说理论亦悄然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变

化，梁启超、夏曾佑、林纾、吴趼人、徐念慈、黄摩西等人在进行小说创作翻译的同时亦从不同的视角

思考阐述建构着晚清小说理论的现代品质。迄今为止，以上诸位大多有专门论文涉及其小说理论的

特点、成就、影响等。惟吴趼人鲜有专论涉及其小说理论及其现代建构的特征和意义。

吴趼人，享有“小说界巨子”的美誉。一生共创作 １８ 部中长篇小说，１２ 部短篇小说，５ 部文言笔

记小说，４ 部笑话集，２ 部戏曲传奇等。论其一生的创作成就，无论是创作的种类、数量还是艺术敏感

性与开拓性方面都无疑是晚清文学的一面旗帜。不仅如此，创作之余的吴趼人也非常注意小说理论

的研究，其小说理论主要散见在《小说丛话》、《说小说·杂说》、《月月小说序》、《历史小说总序》等文

章内，及有关创作或衍义的小说评点或序跋中，对小说的创作任务、小说的社会作用及小说的艺术审

美特征等方面都发表过相关的理论见解，其小说理论对晚清文学从近代向现代过渡产生过深刻的影

响。因此全面系统地专论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特征，可以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

其主体建构与晚清社会现实的关联与疏离，触摸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与焦虑、不舍与痛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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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一、呼应小说“改良群治”之主张

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建构，首先表现在积极响应并实践梁启超“改良群治”的政治小说主张，

强调文学社会改良之功效。

１８９７ 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了《游戏报》，专刊载以消闲娱乐为主旨的“游戏文章”。生性“磊落

不羁，滑稽玩世”的吴趼人很快与李伯元结为至交。同年，３２ 岁的吴趼人离开整整服务了 １４ 年的江

南制造局，受聘刚刚发行的《消闲报》笔政，开始了短暂而丰富的报人生涯。期间，吴趼人曾担任上海

多家日报笔政，意在以启发民智为己任，然而尽管“游戏文章”的本意是以“觉世”为目的，但“游戏”

时间过久，藏匿内心的焦虑与愤懑便会挤压流淌喷发。１９０２ 年 ３ 月，吴趼人毅然辞去《寓言报》主笔

职，“闭门谢客，瞑然僵卧”①，反思之余写下五十七则小品文《吴趼人哭》，以诙谐讽刺之辞写尽天下

不平之事。他为自己专注于供人消遣的“游戏文章”而羞愧，亦痛惜“主持各小报笔政，实为我进步之

大阻力；五六年光阴遂虚掷于此”。② 很显然，吴趼人迫切希望重新进行自我设计，以新的姿态加入

社会进步的行列。

此时，文学界涌动着“小说界革命”的风潮。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考察了日本政治小说及其

理论，并写出著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强调政治小说的重要性。他在阐述《新小说》之宗旨时宣称：

“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③１９０２ 年，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

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毫无疑问，

梁启超关于“新民”的政治小说理论，充分契合了吴趼人焦虑迷惘的精神需求，吴趼人遂振作起来，开

始显露出巨大的小说创作潜能。１９０３ 年，李伯元、刘鹗的《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开始在报上连

载并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李伯元曾被后世学者誉为“第一个站在改革的历史高度，对官僚体制弊端

进行揭露和抨击的文学家”④。从梁启超手中接过《新小说》杂志主笔重任的吴趼人也创作了许多

“谴责小说”，将批判之矛头指向腐朽的晚清政府，仔细描摹社会的种种“怪现状”，揭露官场的黑暗与

腐败。《新小说》后期几乎每期都有吴趼人的作品，总篇幅有时甚至占了一半以上，如此丰富多产的

创作态势使得他名声大振，成为晚清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可以说是“小说界革命”开启了吴趼人

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建构的新阶段。

吴趼人强调社会改良的小说主张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１８９８ 年，《消闲报》开始连载吴趼人创作

的首部章回体长篇小说《海上名媛四大金刚奇书》，小说序中有云：“出言而不关于经济性命之学者，

君子宁默。故是风云月露之词，壮夫当鄙为雕虫小技，引稗官野史徒以供人谈笑者哉。……起伏线

索之中，暗隐报施因果之理。虽于风俗劝惩无所裨益或亦吾伤于风俗劝惩乎！”⑤可见此时的吴趼人

依然保持着传统小说观念，重视搜奇志异，以耸视听，呼应市民读者娱乐消遣的需求，以达到劝惩告

诫的写作宗旨。此为吴趼人早期小说理解，对小说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然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

下，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派的吴趼人，其小说创作和理论主张明显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以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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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为首的维新派素来将通俗易晓、饶有趣味的历史小说当作启迪民心的重要工具，他们所创作的“历

史小说”结合社会发展与时代需求，根据自身的主观愿望对历史进行艺术处理，淡化“历史小说”的史

料性与文献性，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深入人心，体现“新民”、“启智”的政治要求。吴趼人积极呼应梁启

超政治小说改良之宗旨，在其担任《新小说》杂志总撰述员之初，即挥笔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痛史》，

借南宋灭亡，元军入主中原，权奸卖国求荣，忠臣义士奋勇抗元的历史故事发兴亡之感。文中大段政

治化议论说教文字，批判色彩极其明显，直接指向腐朽无能的晚清统治阶级，并对国民的懦弱愚昧表

示愤慨，欲借《痛史》式的历史演义故事引导国民能够联众一心，坚决抵御外敌侮侵，不当亡国奴。除

《痛史》以外，吴趼人还创作了《两晋演义》、《云南野乘》等历史小说，并连续发表《月月小说序》、《历

史小说总序》、《两晋演义序》等理论文章，进一步详细论述其历史小说创作理论。传统历史小说观念

坚持“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次谬”①。而吴趼人在创

作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历史小说不可能完全忠于史实，只有当历史真实性与艺术趣味性相统一，才能

使小说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随着吴趼人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之思考不断深入，其历史小

说理论已初具完整形态。

随着吴趼人对小说“群治”、“新民”、“改良”等功能认识进一步拓展，他逐渐超越了借古鉴今的

历史小说创作格局，而更加关注晚清社会现实，并创作出一系列描摹“社会种种怪状”的长篇社会小

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瞎骗奇闻》、《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

等。此类社会小说描写社会现实之广度与深度更为复杂深刻，似一面社会显微镜，将晚清社会种种

“怪现状”纤毫毕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同时，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社会责任

感促使吴趼人等晚清文人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动荡与发展，曾经的报人生涯及分期连载刊登的杂志形

式使得他们偏好极具“时事性”的小说，常常将新近发生的政治事件、社会焦点问题及时提炼纳入小

说题材，细致描摹，直指当下，其及时性与新闻性更容易赢得普通民众的共鸣。当清政府于 １９０６ 年

下诏宣布预备立宪，维新改良派欢欣鼓舞之时，吴趼人创作了一系列以立宪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庆祝

立宪》、《预备立宪》、《大改革》、《立宪万岁》等，集中揭露和批判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骗局，戳穿清

廷统治阶级的政治阴谋，反映了赞成立宪、但坚决反对假立宪的社会呼声，表现了吴趼人不盲从维新

改良派，政治思想具有独立性的一面。

吴趼人关于“小说界革命”、“政治小说”等理论主张，没有专门之作，更无系统阐述。但其以多产

的小说创作积极响应和实践着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的理论主张，功莫大焉。梁启超登高一呼，

吴趼人等人迅速呼应，其曰：“吾人于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②，

拉开了晚清小说如火如荼之序幕，颠覆了几千年来小说为“稗史野说”的末流地位，无疑具有进步意

义和现代意义。“政治小说”虽然可以视同古代文论“文以载道”的延伸，但晚清进步知识分子所求之

道绝不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之道、“温柔敦厚”之道，而是变法图强之道，新民启蒙之道。这一主张

经过梁启超、吴趼人等人的深刻阐述和具体描绘，承载了特殊时期苦难中国的社会诉求和民族呼唤，

体现了古今中西汇通视域下进步士人的价值选择和现代超越。

二、重视小说“道德教化”之作用

吴趼人小说理论的现代建构，其次体现为重视小说的道德教化作用，强调小说的审美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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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趼人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先驱，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如其于 １９０５ 年发表《新

石头记》时的署名“中国老少年”，应该是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的影

响；又如小说《胡宝玉》也明显受到梁启超传记文学《李鸿章》的影响，吴趼人的好友周桂笙在为《胡

宝玉》撰写的书评中称：“仿《李鸿章》之例，其体裁亦取法于泰西新史。”①不过吴趼人与梁启超之间

的相应相随，并不意味着吴趼人只是一味盲目迎合而不作自主思考，缺少独立认知。事实上，两人之

间无论在小说创作实践还是理论建构方面均有合有离，时同时异。这些差异与疏离源自两人不同的

身份、追求和视域。梁启超既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更是维新派政治家，他之所以倡导小说是由于其关

注的焦点集中于小说“新民”、“启蒙”的政治化功效；而吴趼人则不同，他是倾向于改良派的传统知识

分子，在《月月小说·序》中，他一方面对“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

牛充万栋”的繁荣现象表示肯定，同时也不免对当时小说界一边倒的“政治化诉求”的现状表示担忧，

他反对无助于改良社会和佐群治之进化的小说，更不赞同小说创作违背反映真实生活的原则。吴趼

人开始意识到除了政治化的“启蒙”、“新民”功效外，小说的诉求应该还有其他愿景，或许应该在更深

层次上探索民族国家想象的路径和结构。

其实，在吴趼人灵魂深处，一直潜伏着以道德教化改良社会的心理元素。他提出：“吾既欲持此

小说以分教员之一席，则不敢不审慎以出之。历史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

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入于道德范围之内，即艳情小说一种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②早在

１９０５ 年创作的小说《新石头记》中吴趼人即提出“文明专制”之说，而德育则是“文明专制”的核心与

灵魂。并在《上海游骖录》跋文中进一步申明：“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故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

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③这一曾被“政治小说”遮蔽的潜在道德元

素被重新激活，在吴趼人看来，晚清社会的诸多怪诞腐败，种种弊端丑陋，盖因社会道德风尚的堕落，

皆因中国国民缺乏完美的传统道德教育。而导致传统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古贱儒，附会圣

经，著书立说，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晚近士者，偏重功利之学，道德一涂，置焉而弗

讲，遂渐沦丧”。④ 吴趼人意图借助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及感染力，向民众灌输先进的文明知识，以

此转化社会不良风气、提高国民素质、恢复传统道德规范。

怀揣着“道德救国”的理想，吴趼人不再聚焦于社会表面“道德沦亡”的种种怪现状，而是企望通

过恢复传统道德规范来重新整饬晚清混乱的社会秩序，以此挽救士风和开启民智。而这样的道德教

化思想与吴趼人心中的传统情结是分不开的。首先吴趼人是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自幼熟读

“四书五经”，熟悉其中经义，其耳濡目染的乃是儒家思想之精华“孔孟之道”；其次故乡岭南良好淳朴

的民风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十八岁时因为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上海谋职求

生，然而上海都市的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坑蒙拐骗、人心险诈、见利忘义、淫风大炽等丑恶现状，让吴

趼人对故乡岭南的风土人情以及故乡“木鱼书”式的传统教化一直难以忘怀，其在《小说丛话》中云：

“惟吾粤几不知有‘淫风’二字，偶有不贞者，则不复齿于人类。初不解吾粤何以独得此良风俗也，继

思之，此亦小说家之伟功。弹词曲本之类，粤人谓之‘木鱼书’。此等木鱼书，虽皆附会无稽之作，要

其大旨，无一非陈说忠孝节义者……妇人女子习看此等书，遂暗受其教育。风俗亦因之以良也。惜

乎此等木鱼书限于方言，不能远播耳！”⑤故乡“木鱼书”早已让吴趼人认识到“小说家之伟功”，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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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意识到道德教化在“新民”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浓烈的故乡情结甚至促使吴趼人打破方言局限，

意图创作写情小说实现道德教化的传承远播。他声称其创作的“写情小说”不是儿女私情，而是置于

时代背景下的包含万物的“大情”。如《恨海》、《劫馀灰》、《情变》等小说中只将言情作为线索，而着

重笔墨于动荡的社会政治，表明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安危休戚相关，政治动乱、社会不安定是导致主

人公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其小说以“家国之情”淹没“儿女之情”，涵盖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不可

否认在这一点上，吴趼人开创的“写情小说”理论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却常常导致徘徊于新文明与旧道德之间的吴趼人内心充满焦虑

和矛盾。在他为好友周桂笙的翻译小说《自由结婚》所写评语中，曾明确表示：“余与译者论时事，每

格格不相入，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①吴趼人支持不缠足，兴女学等运动，却

坚决反对伴随这股西方文化思潮深化而来的“自由结婚”，甚至认为正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才导致

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沦落。可见，吴趼人虽有着合乎维新改良新潮流的一面，却受传统旧道德影响颇

深。他谈及《恨海》的创作时曾说：“然其中之言论思想，大都陈腐长谈，殊无新趣，良用自叹。所喜全

书虽是写情，犹未脱道德范围，或不致为大雅君子所唾弃耳。”②他所描摹的“情”必须纳入“传统旧道

德”的范畴，以“忠孝慈义”为核心内蕴，这与清中期《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颇有近似之处，后者虽以

赞许的口吻摹写了许多才女形象，并在《镜花缘》中对世俗观念予以抨击，“但这不意味着李汝珍有弘

扬女权、塑造新人的心态与意识。相反，李汝珍依然喜欢用男性制定的文化规范要求女性，流露出维

护封建礼教的倾向”。他们都不免暴露出其创作观念的局限性。③

晚清处于社会动荡转型期，传统道德已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约束力，吴趼人为何依然如此悲壮地

举起“旧道德”之大旗呢？一方面因其时代局限和自身地位的束缚而无法找到新的理论，另一方面，

吴趼人亦对旧道德作出了新阐释。其曰：“吾国旧道德，本完全无缺，不过散见各书，有出于经者，有

出于子者，未汇成专书，以供研究耳。……而恰当此欧风东渐之际，后生小子于祖国古书曾无一斑之

见，而先慑于强国，谓为其文明所致，于是见异思迁，尽忘其本。呜呼！抑何妄也？④ 可见，吴趼人心

目中固有之“旧道德”，不是中古贱儒附会圣经、偏重臣子之节的专制论说，不是晚清士人偏重功利之

学、导致道德沦丧的狂热蛊惑，而是散见于各书的精髓，需“读破万卷”方可求得的优秀传统文化。他

坚守旧道德，惟在忧惧后生小子慑于强国而见异思迁，尽忘其本。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作为晚

清大多乍新还旧的传统知识分子代表，吴趼人依然坚持“中体西用”是文学领域实践的合理模式，表

现出勇于坚守和维护自身文化主体意识以及中国文化传统根基的知识分子情怀。

其实，吴趼人的“旧道德”范畴里，并不完全排斥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他一直期望能够在新与

旧、中与西、体与用之间探索出平衡之道，由此寄托了其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奢望以道德救世的爱

国情怀。正如《上海游骖录》中李若愚所言：“我主张德育普及，并不是死守旧学，正是要望道德昌明

之后，不为外界摇动，然后输入文明，方可有利无害的意思。”吴趼人认为，在儒家文化传统中，早就存

在着民权思想。其引《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经书语录，意在说明民权思想古以有之，只不过“当日有其义而未著其名耳”。⑤ 尽管吴趼人之民

权与西方现代之民主尚有距离与差异，但足以见出其开通的视域和中体西用的原则。他深深忧虑西

学西风强烈的冲击对中国传统道德风尚的负面影响，担心其会导致中国社会道德根基的动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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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认为唯有结合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民主科学，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清社会。

三、强调小说“审美趣味”之功能

吴趼人小说理论之现代建构，还体现在提出小说“趣味”观，重视小说的审美趣味功能。

“小说界革命”寄寓了晚清时期救国济民的政治诉求，梁启超登高一呼激发了传统士人“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经邦济世情怀，迎来了政治小说的繁荣。不可否认，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时，不

是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他还亲自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并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

《劫灰梦传奇》、《侠情记传奇》、《新罗马传奇》等小说，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不过由

于政治宣教色彩过浓，暴露出这类政治小说描写粗糙，命意直露，充满说教，单薄稚嫩的不足之处。

严格说来，政治小说算不上纯文学，既没有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亦没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冲击力，

难以让大众读者长期接受，因此必须寻找更为恰当的文学形式更好地承载小说的民族国家想象。在

梁启超心目中，“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将“道德、知识、经世的追求完美融合，乃政论家与文人的结合

体，正是现代小说家理想人格之体现”①。其时，不愿“随声附和”的吴趼人，在追随梁启超小说理念

的同时，恰因其缺少政治参与权利的民间文人的身份，而导致其具有与梁启超不同的认知路径和思

考角度。吴趼人先是开出“道德救国”之一途，但如何避免空洞枯燥的口号说教，让理想道德“润物细

无声”地潜入心田，涵咏熏陶？吴趼人将视角敏锐地投向审美趣味。

１９０６ 年，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明确肯定了梁启超关于小说“熏、浸、刺、提”之说，其云：

“小说之与群治之关系，时彦既言之详矣。吾于群治之关系之外，复索得其特别之能力焉。一曰：足

以补助记忆力也。……一曰：易输入知识也。……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

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入之而不自觉也。……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云尔。”②

这样一段文字，不妨可以如此诠释：吴趼人认同小说的认识功能（政治诉求），但于认识功能外，还强

调小说的教化功能（道德教化），更有审美功能（审美趣味）。而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寓于审美功能之

中，需要通过审美趣味性和通俗性才能够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文学的作用，实现

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

吴趼人提出小说“趣味”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戊戍变法失败后，社会政治改革无

法推进，维新派的现代变革探求化为泡影。“小说界革命”之初以政治小说当作救国救民的灵丹妙

药，带来了小说表面的畸形繁荣，但晚清愈加腐败的现实迫使吴趼人等传统文人开始新的思考与探

求，到处弥漫的迷茫沮丧的情绪需要寻求其他文学形式予以释放排解，传统小说中的娱乐消遣功能

逐渐被重新发现和挖掘。同时随着印刷业的发达、稿费制度的建立、市民阶层的兴起、都市商业的繁

荣，大众读者如潮水般淹没了狭窄的士人读者群体，游戏文学、娱乐文化迅速发展。吴趼人于此时提

出小说“趣味”观，是在纵览中国文化演进轨迹、敏锐洞察阅读习惯和接受期待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正如罗$重在《月月小说叙》中所言：“夫人类之普通性质，法言难入，巽与易受，惮庄言而喜谈谐，故

小说使人览之忘倦，嗜之成癖，习闻其说，久而陷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未有不染者也。”③因此，生

性诙谐幽默的吴趼人将自己的小说创作描绘成“徒播弄此墨床笔架，为嬉笑怒骂之文，以供谈笑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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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① 吴趼人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员期间，更是将杂志视为其积极实践追求小说“趣味”的创作平

台。在其“趣味观”的影响下，《月月小说》杂志在小说门类上增加了滑稽小说、寓言小说、诙谐小说、

游戏小说等，此外还刊载了杂录《讥谈》、《西笑林》、《俏皮话》等。小说家们常常借故事中发生的一

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尽情地宣泄着自己的不满与嘲弄，针砭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现象，有时更是

忍不住跳出来毫无顾忌地品头论足一番。如《新封神榜》中借八戒之口痛骂为官者媚上欺下、横行于

世：“人原来是人，但是他的心却是个野兽，他因为随常吃不来人，搅不来世界，所以借这衣冠禽兽的

样子，来暗中吸天下人的脂膏……”；《平步青云》中则以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口吻讲述了一位官僚

朋友将出洋大臣赠送的洋人溺器当珍奇贡品来供养的“趣事”。当然这样的戏谑怒骂虽有时显得肆

无忌惮，言过其实，但其对于晚清社会及官场黑暗腐败内幕的揭露与批判，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

意义。

为了丰富充实趣味性的内涵，吴趼人还提出了“笑话小说”概念。１９０４ 年，其在《新笑林广记·

自序》中有云：“迩来学者，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于是竟言小说。窃谓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

者，壮词不如谐语，故笑话小说尚焉。”②在晚清特殊文学语境下，他将笑话与小说联系起来，在对毫

无生气活力的旧笑话予以总结批判后，提出以“奇言”、“谐词”、“谲谏”为特征的新笑话改良的主张。

吴趼人的笑话小说主要关涉官场、士林、时事、世态、风俗等。如时任鄂督的张之洞、南洋水师统领郭

宝昌、太守陈宝渠、上海租界会审事朱璜等人无一幸免的出现在他的笑话小说题材中，成为其毫无顾

忌嘲弄嬉笑的对象；也有对封建旧俗弊端的批判，同时对盲目模仿西俗而不伦不类的可笑现象进行

不遗余力的讽刺挖苦，如“排满党实行政策”、“和尚宜蓄发辫”、“绝鸦片妙法”等；另外在《俏皮话》

中，多次出现将蛇、猪、猫、狗、羊等动物比拟于众生态，如“苍蝇被逐”、“猪讲天理”、“狗懂官场”、“狼

施威”、“蛇想做官”等，其讽喻之义显而易见，但有时言辞不免过于流俗。吴趼人从 １９０３ 年起在《新

小说》中刊发《新笑史》、《新笑林广记》；１９０６ 年起在《月月小说》上刊载《讥谈》、《西笑林》、《俏皮

话》直至 １９０９ 年杂志停刊；而至 １９１０ 年又继续在《舆论时事报》连载《滑稽谈》，其间吴趼人不禁感慨

“怅怀时局，无限伤心，恢诡之文耶，忧时之作也”，③可见其之所以对此类小说钟情无比，笔耕不辍，

实乃其欲借此类小说实现“灌输文明，洗濯蒙蔽”之功效。

总之，“趣味性”的笑话小说文体自由、笔意滑稽深刻、文风幽默诙谐。其在艺术手法上也注意大

胆创新，借用寓言的传统，充分运用比拟、象征等形式，“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斑斓瑰丽的想象之门，它

是中国自古代至近代浪漫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同时也在讽刺文学中大放异彩”。④ 吴趼人提倡“笑话

小说”，添加了小说“趣味”元素，重视并探索将“新意识”寓于“新趣味”之中，激活了晚清小说政治功

能之外的其他艺术元素，体现出超越时代的审美期待和艺术追求，为开启鸳鸯蝴蝶派文学思潮、建构

趣味文学传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结语

上文从三个维度具体描述了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直观地呈现其在小说理论现

代化进程中的跋涉轨迹，努力彰显其在民族危机及小说发展方向之特殊背景下建构现代小说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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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焦点、内心焦虑和鲜明个性。

吴趼人小说理论建构经过了由外到内———即由社会学批评至审美学判断的一个过程。受聘于

《新小说》杂志期间，吴趼人的小说理论思想重心是启蒙、新民，政治改良色彩较为浓厚，与梁启超较

为接近。后来逐渐转型，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审美趣味。当然，其边界并不十分清晰，亦存在交叉重

叠现象。如早期谴责小说中，其道德教化色彩亦十分鲜明。某种程度上，吴趼人以儒家道德标准对

公共道德、职业道德、个人道德提出了尖锐激烈的批评。即使后期的笑话小说，亦重视在“新趣味”中

包孕“新意识”。而且，如果将吴趼人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考察，则可发现，吴趼人小说理论建构

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其政治、道德、趣味三个维度皆统一于小说革命的民族国家主体建构，这一点，

吴趼人本人也直言不讳，“深悟小说具改良社会之能力”、“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道德之一助”、

“补教科之不及”。甚至其言情小说中设计的故事背景大多为战乱逃难、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其中

“潜伏”的政治民族叙事意蕴不难窥出。这种目的论与方法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疏离与融合，

我们可以理解为时代之局限，但也可以诠释为时代使然。

吴趼人小说理论的建构形态与其个性气质、环境经历、心理结构密切相关。他生性耿介，放达不

羁，与物无竟，无意仕途。传统文人、职业作家的身份才有可能让他“酒后论天下事，慷慨激昂，不可

一世”。否则，他那幽默诙谐、倾倒四座的语言天赋没有用武之地；他那驰骋文字、妙笔生花的潜能无

法开发；他所目睹的上海洋场之淫风怪状，所经历的童年少年之炎凉冷暖便无法倾诉。在梁启超兴

起的新民救国的“小说界革命”中，吴趼人无疑是冲锋陷阵的先锋，是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先行者。

然政治小说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报人生涯的游戏趣味，这一切驱使着不肯“随

声附和”的吴趼人另辟蹊径，拓展小说的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推动了中国小说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他以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独特的

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有效缓解了小说政治化的同时也让政治小说非小说化

的畸形态势得到有效的遏制。他的道德教化理论，尽管不时受到趋于保守的诟病，但在当时却显得

理性成熟而稳健，独显真知灼见，更具前瞻意识，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他重视小说的通俗性、

趣味性，迎来了小说界由重视现代民族国家主体建构向现代个人主体建构的转变，由对外部世界的

观照对内心世界开掘的跨越，推动了小说向文学本体的回归，导致此后的小说向着更加多元的方向

发展，更加新颖的领域开拓。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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